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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水平评价体系与方法研究 

——以华东 6省为例 

陈俊梁 史欢欢 林影
1
 

（苏州科技大学 商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摘 要】：对乡村振兴水平进行综合评价是确保乡村振兴战略稳步推进和实现城乡和谐发展的前提。文章从产

业兴旺、基础设施、城乡治理、人民生活 4个维度构建出具有可操作性的乡村振兴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使用

熵权法结合因子分析计算各指标权重，测度 2018年华东地区苏浙皖鲁赣闽 76个地级市乡村振兴综合水平，最后通

过 TOPSIS 法进行排名对比分析。研究发现，乡村产业发展的质量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成效产生显著影响；苏浙

鲁闽乡村振兴水平明显高于皖赣，且苏鲁赣省内地级市差异显著；经济发达地级市几乎都存在城乡居民收支差距偏

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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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然而，我国社会中

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1]。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发展成就，但不可否认，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 21 世纪初期的头 10 年，农村发展成为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成为困扰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十九大报告强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

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要求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扎扎实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满足广大农民日益增长的美好需求。当前，举国上下都在为乡村振兴付诸

行动，成效究竟如何是一个值得跟踪研究的问题。华东地处全国经济中心地带，农业资源较为丰富，乡村发展有一定物质基础

保障，但区域间乡村建设质量也存在差异，对华东地区进行乡村振兴水平的实证研究，科学地评价、比较各省地级市农村的综

合发展水平，据此做到清晰自身定位，明确优势所在，精准发力，积极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与稳步推进，做强市域实

力。 

二、文献综述 

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是度量各地乡村振兴实际水平、优化乡村振兴策略与模式的基础。从国外文献看，Cloke等（1977,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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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选取人口、就业、交通、区位等指标构建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乡村发展水平指数，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英国乡村发展水

平及类型进行了研究[2-3]。Harrington等（1998）借鉴前者的研究成果，对指标体系进行了丰富和完善，并使用同一方法进行对

比研究
[4]
。之后，诸多学者（Woods,2010

[5]
;Martin,2014

[6]
）围绕此议题进行大量研究，取得了一批成果。另外，一些学者在乡

村发展水平评价和分析方法上也进行了创新发展，使研究方法趋于多元化，如 Gulumser等（2009）构建评价农村发展指标体系，

将因子分析用于评价土耳其的农村发展状况[7];Duenckmann(2010）综合运用定性和定量方法探讨汉堡市郊腹地乡村发展特征等
[8]。 

国内学者早期研究主要参照国外乡村发展规律和被评价地域的发展状况建构指标体系与分析模型，现阶段依据前期研究经

验和乡村振兴总方针，多数学者更具指向性地从现代化视角对我国农村整体发展水平进行了有关测度与评价，所构建的评价体

系主要涉及人口、经济、社会、生态及城乡协调性等方面：程莉等（2019）从农业发展、生态环境建设、产业融合、基础设施

建设构建乡村建设成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实证分析重庆乡村振兴的综合水平及影响因素[9]。Jiang等（2020）

以武汉市为例，构建了包括农村聚落、土地、工业、人居环境在内的农村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等方法综合分析农村发展的空间分异和相关性[10]。陶喆等（2020）使用熵值法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

展水平和生态发展水平三方面探讨湖南省 2007—2017年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变化趋势[11]。还有一些学者根据乡村振兴的总体要

求测度乡村建设成效，但在具体指标选取上各有侧重，并且运用多样方法进行客观测评（张挺等，2018
[12]

；闫周府等，2019
[13]
；

沈剑波等，2020[14]；陈俊梁等，2020[15]）。也有学者聚焦乡村振兴三个主体发展目标——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来构建指标体

系（乔富伟等，2017[16]；陈秧分等，2019[17]）。此外，还有针对农村发展某一方面进行评价，如关注乡村人居环境质量（马军旗

等，2020[18]）、农村住宅和产业共生水平（Cheng等，2019[19]）。 

经检索梳理发现现，有评价乡村振兴水平的文章大多立足于某省或某市，难免出现地域局限性，研究成果不具备普适性。

本文综合多数学者的研究，在测评指标的选择上更具可靠性，并为避免评估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受所选方法的影响，采用综合分

析方法使得评价结果更具客观性。综上，本文选取华东地区为实证研究对象，通过构建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结合因子分析

和 TOPSIS法揭示各地域 2018年的乡村发展水平状况，为因地制宜特色化指导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的经验证据。 

三、研究方案设计 

（一）研究思路与方案选择 

本文拟构建一套乡村振兴水平评价体系，选取华东地区苏浙皖鲁赣闽 6省 76个地级市进行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研究，

便于省域内部以及省际的横向比较。为保证评价体系公平、合理、可操作，在借鉴其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产业发展、

基础设施、城乡治理、人民生活四个维度来衡量各地级市乡村发展状况。在以上四维度之下，再确立可量化、数据来源可靠的

二级指标体系，期望所有数据指标可系统全面地反映地域乡村振兴的内涵。然后使用熵权法结合因子分析法确定各指标权重，

从而得到华东地区各地级市各指标得分，最后通过 TOPSIS法来计算各地级市乡村振兴综合得分进行排名比对分析，以期从中总

结出成功的经验和发现现实的、潜在的问题。 

（二）方法与模型 

本研究借鉴熊国经等（2016)
[20]
提出的利用因子分析法消除指标间的多重共线性，确定影响乡村振兴的主因子，以熵值法的

差异系数对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和因子得分系数进行调整，从而确定各指标的权重，使评价结果更具客观性和准确性。最后运

用 TOPSIS法计算各地级市与最理想解的相对贴近度，避免了简单加权求和得到评价值的方法。TOPSIS法中评价样本与理想解距

离的贴近度可以看成是点与点之间的直线距离，改善了因子分析法以间接距离计算因子总得分存在的缺陷，有效发挥了熵值法、

因子分析法和 TOPSIS法的优点，以此来测度华东地区乡村振兴水平的综合得分，使得评价结果将更加客观、科学[21]。具体方法

及模型计算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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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构建多指标数据矩阵。在各指标无量纲化的基础上，假设有 m 个待评价方案，n 个指标，可形成统计指标数据矩阵

X=(xij)m×n。 

对于正向指标： 

 

对于负向指标： 

 

(2）确定各指标熵值及差异系数。使用标准化后的数据矩阵计算各指标熵值，并通过熵值计算差异系数，即 

 

其中，bij为第 i个评价方案在第 j项指标中所占的比重， ，得到熵值 ej后，计算差异系数 gj,gjej。3 

(3）因子分析及权重计算。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得到因子分析的方差贡献率 pk以及成分得分系数βi，设因子分析共提取

出 y个公因子，则各指标权重 ,1≤j,k≤n。 

(4）构建指标加权矩阵。由步骤（3）可得权重矩阵[w1,…,wn]
T，由权重矩阵及步骤（1）得到的标准化矩阵 X=(xij)m×n可得

指标加权矩阵 Q=(qij)m×n，其中 qij=xijwj。 

(5）计算各地级市的相对贴近度（即综合得分）。由步骤 4得到的指标加权矩阵 Q=(qij)m×n可以计算各指标的最优解及最劣

解，其中最优解 A+={maxAij|i=1,…,n}={a+i1,a+i2,…,a+in}；最劣解  

得到最优及最劣解后，计算各地级市与最优解及最劣解之间的距离以及相对贴近程度（综合得分），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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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公式可知，0≤C≤1。当 C=1 时，某市达到最优解；反之，当 C=0 时，某市达到最劣解。C 越接近 1，该市就越接近

最优解，得分越高。 

四、华东地区乡村振兴水平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指标体系的构建 

1.数据来源 

基于样本可比性、数据可获得性方面的考虑，本文选取华东地区除上海市的其他 6省（苏浙皖鲁赣闽）共 76个地级市的 21

个指标的原始数据，为保证数据的一致性与系统性，数据主要来源于各省市统计年鉴、民政统计年鉴、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

要数据公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政府网站的其他统计资料等。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除表 1 附注中特别说明外，

其余指标均选用 2018年数据值。 

2.指标体系的构建 

以乡村振兴战略的“二十字”总要求和《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等为基础，参考相关研究后[9-11]，聚焦

农村经济多元化、农业农村绿色发展、城乡和谐、农民生活富足等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确定以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城乡治

理、人民生活四个方面作为一级指标。在具体的二级指标选择时，参考张挺等（2018)[12]、闫周府等（2019)[13]所构建的全国层

面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效指标体系以及沈剑波等（2020)[14]采用频数分析法对评价指标进行统计分析的结果。最后遵循科学性、

系统性、权威性和可获取性等原则，构建了包含 21个指标在内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1所列。 

表 1华东地区六省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 

总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单位 

乡村 

振兴 

产业发展

A(0.479)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A1 0.040 元 

农村人均农林牧渔业产值 A2 0.033 元 

农村有效灌溉面积占比 A3 0.033 % 

规模经营户占比 A4 0.119 % 

亩均农业机械动力 A5 0.137 千瓦 

农村人均用电量 A6 0.116 千瓦时 

基础设施

B(0.240) 

农村道路路灯覆盖率 B1 0.020 % 

村生活污水集中或部分集中处理率 B2 0.101 % 

农村自来水供给普及率 B3 0.013 % 

水冲式卫生厕所普及率 B4 0.0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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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电子商务配送站点村占比 B5 0.032 % 

拥有体育健身场所的村占比 B6 0.041 % 

城乡治理

C(0.079)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程度 C1 0.016 - 

城乡居民生活差距程度 C2 0.031 - 

农村低保人数占农村人口比重 C3 0.023 % 

农村常住居民恩格尔系数 C4 0.010 % 

人民生活

D(0.202)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D1 0.059 元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D2 0.046 元 

农村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 D3 0.030 元 

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年末家用汽车拥有量 D4 0.022 辆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D5 0.046 平方米 

 

注：A4、B1～B6为来自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数据；C3、C4为逆向指标。 

(1）产业发展。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与该地区

的整体经济水平挂钩，并从农业生产效率、机械化水平、水利状况和规模化经营度来衡量，因此选取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农村

人均农林牧渔业产值、农村有效灌溉面积占比、规模经营户占比、亩均农业机械动力、农村人均用电量。 

(2）基础设施。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是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有效提升村民幸福感和改善农村面貌。乡

村基础设施主要为发展农村生产和保证农民生活，涉及供水供电、交通邮电、文化娱乐等，因此选用农村路灯覆盖率、自来水

供给普及率、拥有电子商务配送站点村占比和拥有体育健身场所的村占比。另外，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水冲式卫生厕所普

及率也侧面反映了农村居民的生态环境质量。 

(3）城乡治理。城乡协调发展和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升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确保乡村社会和谐有序、持续健

康发展。因此选取城乡居民收入比和支出比来反映城乡发展的均衡程度，选取农村低保人数占农村人口比重、农村常住居民恩

格尔系数来反映农村的治理效果。 

(4）人民生活。乡民生活富足是乡村振兴的根本，是农村广大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从农民收入、消费结构、耐

用消费品拥有量等衡量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因此选用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生活消费支出、农村居民人均文化娱乐

消费支出、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年末家用汽车拥有量、农村常住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二）因子分析适用性检验 

使用因子分析法的前提条件是各个变量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运用 SPSS23.0 对样本数据的相关性进行 KMO 检验与

Bartlett 球形检验，表 2 结果显示，变量相关性的 KMO 值为 0.805 大于 0.5,Bartlett 检验的概率 P 值为 0.000 小于 0.05，则

应拒绝原假设，认为原始变量间存在较强相关性，由此可说明样本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表 2 KMO和 Bartlett的检验 

取样足够的 Kaiser-Meyer-Olkin度量 0.805 

近似卡方 1213.42 

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 df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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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 0.000 

 

（三）各指标权重计算 

首先使用 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进一步得到方差贡献率 pk以及成分得分系数βi，见表 3、表 4所列，再利用上述

公式计算评价权重（见表 1）。 

表 3因子分析方差贡献率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旋转平方和载入 

总计 方差的(%) 累计(%) 总计 方差的(%) 累计(%) 总计 方差的(%) 累计(%) 

1 8.292 39.486 39.486 8.292 39.486 39.4864 6.335 30.166 30.166 

2 2.566 12.221 51.706 2.566 12.221 51.706 2.929 13.948 44.113 

3 1.912 9.105 60.811 1.912 9.105 60.811 2.301 10.957 55.070 

4 1.403 6.679 67.490 1.403 6.679 67.490 1.961 9.339 64.409 

5 1.071 5.101 72.591 1.071 5.101 72.591 1.718 8.182 72.591 

6 0.905 4.312 76.903       

7 0.834 3.971 80.874       

︙ ︙ ︙ ︙       

21 0.023 0.107 100.000       

 

表 4因子分析旋转成分及得分系数 

指标 
成分 1 

（得分系数） 

成分 2 

（得分系数） 

成分 3 

（得分系数） 

成分 4 

（得分系数） 

成分 5 

（得分系数） 

A1 0.738(0.12)     

A2   0.554(0.247)   

A3  0.662(0.248)    

A4   0.809(0.476)   

A5     0.843(0.53) 

A6 0.649(0.082)     

B1 0.544(0.076)     

B2 0.771(0.158)     

B3 0.593(0.045)     

B4    0.686(0.355)  

B5  0.568(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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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 0.849(0.285)     

C1  0.678(0.27)    

C2  0.807(0.421)    

C2   0.640(0.3)   

C4 0.374(0.142)     

D1 0.865(0.157)     

D2 0.833(0.129)     

D3 0.669(0.118)     

D4 0.696(0.109)     

D5    0.781(0.434)  

 

（四）各地级市乡村振兴综合得分情况 

(1）六省之间乡村振兴水平存在差异，其排名由高至低分别为浙江、江苏、福建、山东、江西、安徽。由表 5 可知，乡村

振兴水平最高的浙江省是最低的安徽省 2.61倍。浙江省各地市均位列前 20名，前 10位中浙江省占据半数以上，其余均属江苏

省。江苏省苏南地区居于前 15名，苏中、苏北地区集中于 20～46名之间，其中舟山市、苏州市分别是第 1、第 2名。福建（18～

37名）位于六省中上游，安徽和江西排名多数分散在 40名之后。 

表 5 2018年华东地区 76个地级市乡村振兴综合得分及排名 

地（市） 省份 
综合得分 

排名 地（市） 省份 
综合得分 

排名 地（市） 省份 
综合得分 

排名 
（贴近度） （贴近度） （贴近度） 

舟山 浙江 0.5882 1 泉州 福建 0.2559 27 德州 山东 0.1826 53 

苏州 江苏 0.4957 2 烟台 山东 0.2549 28 滁州 安徽 0.1774 54 

无锡 江苏 0.4952 3 盐城 江苏 0.2486 29 铜陵 安徽 0.1767 55 

宁波 浙江 0.4473 4 南平 福建 0.2482 30 安庆 安徽 0.1754 56 

绍兴 浙江 0.4429 5 淄博 山东 0.2447 31 日照 山东 0.1742 57 

嘉兴 浙江 0.4421 6 龙岩 福建 0.2430 32 池州 安徽 0.1720 58 

湖州 浙江 0.4226 7 三明 福建 0.2427 33 聊城 山东 0.1702 59 

杭州 浙江 0.4167 8 青岛 山东 0.2425 34 枣庄 山东 0.1668 60 

台州 浙江 0.4136 9 莆田 福建 0.2412 35 九江 江西 0.1638 61 

常州 江苏 0.4039 10 马鞍山 安徽 0.2322 36 萍乡 江西 0.1627 62 

金华 浙江 0.3983 11 宁德 福建 0.2232 37 新余 江西 0.1616 63 

潍坊 山东 0.3803 12 济南 山东 0.2193 38 淮北 安徽 0.1544 64 

南京 江苏 0.3734 13 宣城 安徽 0.2170 39 宜春 江西 0.1472 65 

衢州 浙江 0.3625 14 徐州 江苏 0.2090 40 抚州 江西 0.1469 66 

镇江 江苏 0.3582 15 淮安 江苏 0.2068 41 吉安 江西 0.1457 67 

温州 浙江 0.3468 16 滨州 山东 0.2030 42 淮南 安徽 0.1318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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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 浙江 0.3336 17 连云港 江苏 0.2021 43 上饶 江西 0.1305 69 

厦门 福建 0.3294 18 合肥 安徽 0.2014 44 蚌埠 安徽 0.1220 70 

福州 福建 0.3118 19 黄山 安徽 0.2013 45 荷泽 山东 0.1205 71 

泰州 江苏 0.3043 20 宿迁 江苏 0.1970 46 亳州 安徽 0.1177 72 

赣州 江西 0.3024 21 芜湖 安徽 0.1968 47 临沂 山东 0.1152 73 

扬州 江苏 0.2990 22 南昌 江西 0.1919 48 六安 安徽 0.1150 74 

威海 山东 0.2909 23 泰安 山东 0.1885 49 阜阳 安徽 0.0941 75 

漳州 福建 0.2886 24 景德镇 江西 0.1880 50 宿州 安徽 0.0883 76 

南通 江苏 0.2730 25 济宁 山东 0.1877 51     

东营 山东 0.2649 26 鹰潭 江西 0.1869 52     

 

(2）据表 1 可知，产业发展维度权重最高，说明各地级市在该维度上的差距最为明显。基础设施、人民生活维度权重紧随

其后，城乡治理维度权重最低，说明各市间差距偏小。其中 A4、A5、A6等涉及农业效益的指标对综合评价得分影响最大，C4、C1、

B3等涉及城乡协调的指标对综合评价得分影响最小。 

(3）从表 6 各个维度得分来看，产业发展这一要求发展最好的是江苏省，最差的是江西省；基础设施这一要求发展最好的

是浙江省，最差的是安徽省；城乡治理这一要求发展最好的是江苏省，最差的是江西省；人民生活这一要求发展最好的是浙江

省，最差的是安徽省。 

表 6 2018年华东地区六省乡村振兴分维度得分 

省份 乡村振兴水平 产业发展 基础设施 城乡治理 人民生活 

江苏 0.3128 0.1072 0.1368 0.0472 0.0927 

浙江 0.4195 0.0986 0.2135 0.0434 0.1252 

安徽 0.1608 0.0415 0.0699 0.0310 0.0382 

山东 0.2129 0.0744 0.0766 0.0376 0.0452 

江西 0.1753 0.0282 0.0775 0.0254 0.0489 

福建 0.2649 0.0826 0.1134 0.0410 0.0739 

 

五、各地级市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效分析 

由步骤（4）中的指标加权矩阵 Q进行各地级市分维度指标值累加（纵坐标城市为表 5综合得分排序），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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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华东各地级市分维度得分 

（一）江苏省 

江苏省的乡村振兴进展形势良好，总体达较高水平，但由于自然、历史和经济等多种原因，省内地级市发展梯度特征比较

明显，绝大多数农村低收入人口和经济薄弱村集中在苏北地区，如连云港、宿迁、淮安城乡收入差距较大，人民生活质量偏低。

尤其宿迁市人民生活得分远低于其他地级市，但该市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因而略优于苏北

其他市，但较苏南城市还有相当差距。南京市虽经济发达，可着眼于城乡收入与支出差距程度却最为悬殊。而苏州市位于长江

三角洲发达地区，各项指标齐头并进、遥遥领先，该市现代农业技术发展迅速，农民增产增收，乡村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

近年来，盐城努力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已走在苏北前列，2018 年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突破千亿元规模，城

乡居民收入比下降为 1.76∶1，低于全省平均水平[22]。 

（二）浙江省 

从整体上看，浙江省乡村振兴步伐一直走在华东地区前列，浙南、浙北地区也存在一定差距。特别地，舟山市是我国唯一

由岛屿组成的地级市，立足特色坚持渔业高质量发展，其农村人均农林牧渔业产值是温州市的 8.66倍，因此很大程度上都影响

了两市的排名。湖州作为“两山”理念发源地，地处沿海发达地区，在乡村振兴中具有独特优势，自 2001年便开始四阶段推进

美丽乡村建设，各维度数据显示其全方位乡村品质发展特点。以丽水、衢州等地为主的浙西南山区，呈现出“九山半水半分田”

的地理地貌，生态环境保持良好但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是掣肘整个浙江省乡村振兴的主要区块[23-24]。与省内其他地级市相比，浙

西南山区的经济条件、地理区位等在全省劣势都十分明显，丽水市和衢州市的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嘉兴市的 58.12%

和 64.92%，且受地形条件的限制，山区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水平低，农业生产“效率低、规模小、分布散”，规模经济效益难

以发挥，标准化实施较为困难。 

（三）安徽省 

整体来看，皖中、皖南地区的乡村振兴水平普遍高于皖北地区。安徽省各地级市农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排名前三的分别

为马鞍山、合肥和滁州，其次是芜湖、宣城、铜陵、池州，其他地级市（主要为皖北地区）均位于均值以下，最低是阜阳，只

有均值的 31.40%。其原因在于皖北地区的农业现代化水平普遍不高，机械化程度较低，这是因为皖北地区是安徽省典型的人多

地少的地区，人地关系的紧张限制了该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再者，作为安徽省省会合肥，乡村振兴综合得分位列省内第 3，主

要缘于城乡居民生活差距过大，拉低了整体水平
[25]

。马鞍山各维度均发展不错，综合水平名列第 1，产业发展水平处于领先位置，

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城乡治理方面相较于芜湖、黄山仍有一定的差距。黄山因地理原因除产业发展各项维度均发展较优，而宿州

市、阜阳市为皖北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各项指标均为倒数。 

（四）山东省 

山东省内就乡村振兴水平综合得分而言，得分最好的潍坊是最差的临沂 3.30倍，可见省内差距显著。其中规模经营户占比

指标，潍坊市数值是临沂市的 12.98 倍，可见潍坊市农业生产集约化程度高，基层组织建设程度良好，但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远落后于威海和青岛。济南市整体乡村发展处省内平均水平，该市着力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村产业发展态势良好，

然而城乡治理方面仅优于临沂且不及德州市一半得分，城乡差别仍然显著。临沂市位于沂蒙山革命老区，是山东省耕地面积最

大、农业人口最多的市，但农业农村问题突出，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较低，此外其人民生活维度为省内最低，因为城市富裕、

农村落后的现象较突出，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另外，排名低的菏泽市位于山东省腹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最低，农业以传统种

植业为主，乡村贫困程度较高，基础设施建设状况也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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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江西省 

江西省除南昌及个别城市外，其余地级市乡村振兴水平较为落后。南昌作为江西省省会城市、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核心城市，

经济发达，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和农业组织化程度较高，产业发展突出但农村基础设施却没有配备成应有的水平，落后于赣州、

鹰潭、景德镇等市，城乡治理维度反映出来的城乡居民生活差距也较为悬殊。反观经济落后的赣州则注重基础设施建设，远超

其他地级市，人民生活状态良好。排名末位的吉安地处江西欠发达偏远山区，交通劣势制约经济发展，农业机械化成为短板，

但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和农村环境质量较优。上饶是传统农业大市，农业人口占全市人口的 70%左右，致使在人均农林牧渔业

产值指标上优势并不突出，规模经营户占比和亩均农业机械总动力等数值均不高，这说明上饶还未能依托自身优势做到现代农

业强市。 

（六）福建省 

整体而言，福建省各地级市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效较为良好但存在一定差距，排名靠前的均为沿海城市。福州市作为福建

省省会城市，是全省的政治中心，在人才、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集聚上具有天然的优势，各维度整体优化发展[26]。厦门市

作为福建省的经济特区，其经济地位不言自明，巨大的经济体量有力地辐射周边村庄，创造了全省最高的人均 GDP 以及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民生活富足。观察数据可知，南平、莆田、宁德的经济水平也限制了农村基础设施的完善，农村饮水安

全问题亟待解决，拥有电子商务配送站点村占比排在省内末位，农村的宜居度及生活便捷度较差。泉州规模经营户占比指标综

合得分偏低，究其原因，农业经营户基数较大，但规模农业经营户仅有几千个，农村承包地仍以分散经营为主，基础设施不配

套，导致规模经营状况尚处于较低水平。 

华东六省各地级市总分排名如图 2所示（山东省原莱芜市于 2019年并入济南市）。 

 

图 2华东六省各地级市总分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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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 

本文研究形成了一套包含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城乡治理、人民生活 4个目标层共 21个细化指标的乡村振兴实施水平评价

指标体系，并以 2018年华东地区苏浙皖鲁赣闽六省数据为依据，基于因子分析与 TOPSIS法对 76个地级市乡村振兴建设水平进

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该评价体系和评估方法能够较为科学地度量各地级市乡村振兴进展。因此，该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

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可以在其他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推广应用。该评价体系既可使用某地区历年数据进行纵向对比分析，

考察其乡村振兴历史演变脉络，从中发展问题和总结经验，寻找对策；也可横向对比不同地区之间乡村振兴实施水平差异，以

便从差异性中总结成功经验，发现存在问题，为地区之间相互借鉴乡村振兴发展策略提供一个好的平台。本文利用该评价体系

对华东六省 2018 年乡村数据进行了评价研究，从中发现：(1)各省份在规模经营户占比、亩均农业机械动力、农村人均用电量

等涉及农业效益的指标上差距最为明显，可见乡村产业发展的质量优劣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成效有重要影响；(2)浙江、江苏、

福建、山东乡村振兴效果明显优于安徽和江西，江苏、山东和江西省内各地区差距也较为明显，原因在于基础设施和人民生活

部分存在不足，安徽和江西产业发展远远落后其他省份；(3)经济发达地区基本上都存在城乡基尼系数偏大问题，需要加大关注

和改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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